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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阶层内婚制下，女性择偶对家庭因素的考量并未下降，而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

基于关中农村经验，将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放置在历史变迁视野中，可以看出，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经历了三

个阶段变迁：从看重家庭社会地位，到看重家庭代内关系，再到看重家庭经济条件，这一演变分别对应大家庭、核心

小家庭与代际资源剥削的选择逻辑。在此过程中，家庭不断地趋于核心化和私人化。这是现代性压力在农村女

性婚姻选择中的投射，女性在择偶中从重视家庭的伦理性转变为重视家庭的功能性，家庭实现功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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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社会中，婚姻是青年走向成人的标志，也是其走

向家庭和社区的标志。“成家即成人”，成家才能独立门户，完

成家庭的继替。婚姻与家庭具有天然的联系，家庭的确立是

以婚姻为基础的。因此，婚姻变迁往往是理解家庭变迁的一

个窗口，尤其是婚姻选择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婚姻逻辑的改

变，也预示着家庭逻辑的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史无前例的发展浪潮中，

社会的巨大变迁也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一变化首

先表现在农民的家庭与婚姻中。最典型的就是打工兴起之

后人口流动与性别资源失衡下的农村男性婚配困难［1］及其对

家庭养老秩序和代际关系的冲击［2］。这也是当前学界关注的

重点。但是农村女性作为婚姻的另一方，其在婚姻选择中的

家庭考量却容易被忽视，而这同样是家庭现代化转型的一个

重要面向。

当前学界对婚姻选择的研究，主要是从择偶标准与匹配

效度的角度进行的。婚姻的择偶标准从传统时期更看重政

治和家庭背景的“门当户对”，转变为更看重物质和个体心理

需求［3］，比如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4］等，尤其是伴随着教育

水平的提高而看重对方的经济社会地位［5］。这一变迁是伴随

着打工经济兴起以及婚姻现代性自由观念的开放，婚姻模式

从传统父母包办到现代个体自由恋爱的结果。

打工经济带来的人口社会流动重塑了婚姻的模式，同

时也打破了传统的婚姻圈，形成婚姻市场。在婚姻市场中，

由于个体的差异无法实现完全自由竞争，而只能诉诸配对方

式实现婚姻效用的最大化［6］。在此意义上，婚姻不仅是个体

的自主选择，同样也是家庭和社会的策略。策略性的婚姻

“旨在获取最大物质和象征利益的策略系统”［7］，这就是婚姻

匹配问题。婚姻匹配不仅关系到婚姻的质量，也关系到婚姻

的稳定性。性别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带来婚姻市场的竞争

性。在竞争性的婚姻市场中，婚姻的策略选择有两种匹配方

式：一种是同类配对，即在同一阶层内的婚姻配对方式。这

种以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为主导的同类婚预示着社会开

放性的不升反降［8］。另一种是梯度婚配，即遵循“男高女低”

的婚配模式。无论是城市女性还是农村女性，“男大女小”

和“男高女低”一直是女性婚姻选择的主要形式［9］。

整体来看，相关研究注意到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女性择

偶的变迁意义。无论是同类婚还是异质婚，女性的婚姻选择

愈发倾向“实惠化”。从学历和职业要求变成财产和事业要

求，更看重男方的社会经济条件［10］。这是在男多女少的性别

结构中，基于资源稀缺性而占居婚姻市场优势的女性，在婚

姻策略中的理性选择。“择优而嫁”是女性摆脱贫困［11］和实现

阶层跃升的手段，同时，较高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

高女性的婚姻满意度［12］。

但是当前的研究更多关注现代性婚姻的个性选择，家庭

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小变量，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婚姻选择中的

家庭变量进行细致考察。依据定量数据的结果，现代性的

进入虽然带来以个体标准为基础的自致性因素的大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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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先赋性因素却并没有如期下降，

而是呈现倒U型［13］，先赋性因素的同类婚仍然是当前社会的

主流［14］。可见，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预期的随着工业化与自由

情感的发展，婚姻选择会走向多元异质的趋势并没有在中国

社会彻底呈现，女性的婚姻选择仍然延续传统的“阶层内婚

制”［15］。在竞争性的婚姻市场中，婚姻选择不仅是个体的情

感表达，也是家庭的谋划和博弈。婚姻选择中家庭因素的上

升需要引起我们对家庭考量的关注。笔者将视角聚焦于农

村女性的婚姻选择，着重分析其选择中家庭因素的演变，以

历时性方式呈现女性择偶中家庭考量的历史演变，旨在探索

这一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所带来的家庭变迁，以此理解现代

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的婚姻行为和家庭转型。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结合笔者及所在

团队于 2018年 5—6月在关中Q村为期 20天的调研经验，根

据对既有村组干部、社会精英、普通村民，尤其是对女性群体

的个案访谈，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谈收集质性资

料，进行深入分析。

Q村位于关中平原，全村 715户，2 738人，3 700亩耕地，

人均 1.3亩。相对于平原区，当地是塬上地形，地形平坦但地

势落差较大，水资源匮乏。近些年由于水库供水紧张，导致

水费增加，当地的种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本的一年两

季——冬小麦夏玉米，转变为只种一季冬小麦。传统时期本

地一直处于温饱有余的状态，因而农民都是守着土地过日

子。对关中农民来说，建房和娶媳妇是其人生两件大事，靠

着日常节俭，基本可以完成。直到近几年婚姻成本遽增，才

打破了这一格局，当地农民也开始外出务工。但当地务工潮

兴起较晚，2010年以后才真正形成，且是以附近省市为主的

区域性务工，80%的家庭年收入在 3万—5万元。因此，婚姻

是当地农村家庭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从女性择偶的家庭考

量出发，可以触摸当地家庭社会转型的脉搏。

二、农村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及其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从传统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其

婚姻选择也在不断发生变迁。为便于分析，笔者根据Q村的

婚姻变迁历程，按照不同年龄层次将农村女性择偶变迁粗略

地划分为三个阶段①：一是当前六七十岁的老年妇女的择偶

阶段，主要集中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集体时期；二是四

五十岁的中年妇女的择偶阶段，主要集中在 20世纪八九十年

代，也即分田到户以后到打工潮完全兴起之前；三是嵌入市

场经济体系中，以八〇后、九〇后为主的年轻女性的择偶阶

段，主要集中在 2010年以后打工经济彻底吸纳劳动力的时

期。不同阶段女性在婚姻选择中关于家庭的考量具有显著

的差异性，这一差异与家庭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有关。

（一）农村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

在婚姻选择的梯度偏好中，女性择偶一直存在对男方家

庭的考量，不同时期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不同。笔者从大集

体时期、分田到户以后以及城市化兴起以后三个阶段进行

阐释。

1.大集体时期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家庭社会地位

大集体时期，女性在妇女解放的政治话语及其参与劳作

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文化地位［16］。但是未婚

女性作为半劳动力仍然嵌入父代家庭，没有实质的婚姻支配

权。这与传统“尊尊亲亲”的文化惯习以及以家、户为单位的

分配制对父权的延续具有内在关联，同时两性羞耻的文化观

念也抑制了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自主性。因此这一时期的

婚姻基本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体是隐匿的，女儿完

全听从父母的安排。男女双方通常还未见面就已确定了亲

事，等到结婚才真正慢慢熟识起来，“即使见了面也不会表

态，父母决定好了自己也就认定了”。

大集体时期村庄的传统伦理规约性很强，讲求的是大家

庭家风与传承。因此，这一时期父母为女儿选择婚姻时更看

重男方家庭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尤其是男方父母及其所处的

家族在村庄中的社会性评价。一方面，在婚姻选择中更看重

男方父母的社会声望，而非子代个体能力。“看父母不看子

女，父母如果是明事理的人，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这一时

期父母在村庄中的面子权威，决定其子代婚姻的选择梯度，

女性择偶首先看其父母为人。另一方面，看重男方家庭的社

会地位。家庭的社会地位不仅与父母为人及其所积累的社

会性面子权威有关，同时也与其家族结构和地位有关。村庄

共同体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秩序形

塑村庄的社会秩序，相对而言，越是血缘结构发达的地方，村

庄的规范能力越强，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也就越大。北方村庄

多是功能性群体的聚合，村庄呈现为分裂型结构［17］，因而血

缘结构往往决定村庄的内生社会秩序。关中地区血缘和地

缘传统很强，血缘关系往往预示着家庭的社会地位，即家族

大、兄弟多且关系和睦的大家庭往往意味着其在村庄中具有

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在择偶中更青睐此种家庭，以谋求在

夫家村庄更好的社会生活。

因此，这一时期，在集体主义观念和集体制度的统摄下，

村庄社会结构完整，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得以延续，以为人处

事和血缘结构力量为标志的社会声望和内生权威构成了村

庄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也由此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家庭

考量。

2.分田到户以后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家庭代内关系

自 1982年分田到户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家庭

经济发展的自主性；20世纪 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推

进，进一步打破了村庄社会的封闭性，个体自主意识逐步加

强。因此八九十年代女性的婚姻虽然仍是由父母主导，但是

女性个体开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这一时期的相亲男女双

方可以见面，父母也会询问子女意见。

土地的家庭自主经营实现了家庭的经济独立，由此也弱

化了血缘关系的先赋性作用，村庄社会关系的重心逐步从家

户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家庭内部的关系，家庭内部关系样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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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村庄社会评价的重要参照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女性择偶

虽仍看重男方家庭的社会地位，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

对家庭代内关系的重视。家庭的代内关系主要包括家庭内

部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婆媳关系以及妯娌关系等，这是家

庭是否和谐的重要关系变量。这一变化与当时的同居共财

模式有关，在此模式下的高密度交往容易发生摩擦，故而当

时女性择偶都要求男方家庭必须是独家独院，多子共居模式

的家庭一般很难找到对象。

案例 1②：Q村 5组的HGL，1973年生人，有三兄弟。大哥

二哥结婚后一直没有分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内，大哥一家直

到 2000年才搬出去，二哥一家则是在 2005年以后搬出去

的。这种大家庭的居住模式导致幼子HGL在本地寻了 5个
姑娘都没成，“都是嫌我弟兄多而且住一个院，当时带个娃二

婚的都不愿嫁”。一直到 2002年，HGL29岁才结的婚，并且娶

的是200公里以外甘肃凤县的媳妇。

这一时期，打工潮并未完全兴起，农民家庭以务农为主、

务工为辅，因而社会分工不大，女性择偶对独家独院的要求，

并非指涉家庭经济——“不是说老人要盖三栋房，而是只要

你搬出去，哪怕没房，有一个单独的院子就行”。这样的选

择，更多的是对家庭内部关系矛盾的规避。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到 2000年初期，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家庭矛盾频发，这一

时期家庭代内关系紧张，是青年妇女自杀的高峰期［18］，女性

择偶标准因此更为看重家庭内部关系。

3.城市化背景下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家庭经济条件

伴随外出打工的兴起和深入，劳动力逐步实现并彻底市

场化，劳动力的外流，一方面使得个体从父代家庭的经济依

附中独立出来，子代愈发独立，尤其是女性独立性的增强，社

会地位逐步增高；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外流也打破了传统婚

姻圈，与女性区域务工相适配的区域性婚姻市场逐渐形成，

在重男轻女的性别比失衡下，女性开始占居婚姻市场的优势

地位，婚姻选择的自主权进一步增大。因此，这一时期，在经

济独立与婚姻自由话语支配下，女性择偶愈发由个体主导，

父代愈发处于子代婚姻决策的边缘位置。

婚姻的自主性带来婚姻的私人化，因而婚姻愈发变成男

女双方的互动选择，个体的外形、工作与交往能力等愈发成

为重要的择偶标准。但与此同时，家庭考量在择偶中的比重

并未降低，相反，女性择偶愈发重视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其

中，男方家庭的经济水平、男方父母的劳动能力及其是否有

资本买房买车等成为新的婚姻选择尺度。“原来只要日子过

得红火就行了，比如他父亲是个匠人，收入不错，家里房子盖

好，装修好了，一家人都还不错就对了，现在要买房买车才

行，托人说媒都是先看条件后见面。”

这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性观念的侵入对村庄内生

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规范的冲击有关。现代性的进入，打破了

村庄传统内生社会秩序，市场经济价值成为取代原有的伦理

价值评价标准，成为村庄的主导价值，家庭经济水平和经济

能力已经成为村庄社会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准，家庭的经济标

准因此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与女性在婚姻

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有关，婚姻市场中的女性优势赋予女性

充裕的婚姻选择机会与空间，由此形成女性的婚姻市场要

价［19］，婚姻的市场化与物化使得家庭经济条件愈发成为男性

择偶的刚性约束条件，越是家庭条件好的男性婚配的优势越

大，女性在择偶中也更为注重家庭经济标准。

如此，这一时期，女性择偶不仅从家庭兼顾个体，对个体

的择偶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男性能否获得女性的青睐取决

于其交往、表达等恋爱能力，而且从家庭关系偏重家庭经济，

对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要求较高，婚姻选择日趋功利化。

（二）农村女性择偶的内在逻辑

不同时期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不同，其演变逻辑也不

同。具体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大集体时期，女性婚

姻由父代主导，遵循的是大家庭的选择逻辑，更为看重大家庭

在村庄中的整体性力量与社会性评价；八九十年代女性婚姻虽

然仍是父代主导，但是在其择偶的家庭考量中更看重家庭的代

内关系，这是小家庭崛起的必然结果。2010年以后，婚姻的自

主权掌握在子代手中，但是女性择偶仍然对家庭具有很强的

考量，注重男方的家庭经济条件，这本质上是城市化压力下

对代际资源吸纳的策略选择。

1.依附性地位下的大家庭选择

在大集体统筹下，个体被统合进大家庭的父权和大集体

的公共事务中。这一时期以户主为单位的工分制强化了父

代权威，女性虽然具有劳动能力，但是其劳动成果掌握在父

代手中，婚姻由父代主导，婚后也从属于夫家。女性婚姻缔结

旨在实现“两姓之好”，女性婚姻由此成为双方家庭的重要关系

桥梁，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自然成为女性婚配的最佳选择，这

也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结合的理性策略。因此，这一时期

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是其在依附性地位下基于村庄社会地位

标准的大家庭选择逻辑。

选择大家庭并非出自封建家族等级观念，而是出于家庭

发展壮大需求。家族是以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认同单位，这

一认同在社会互助层面具有较强的行动力，实现对自己人的

保护性结构。关中农村虽然没有形成像华南地区的强宗大

族，但是其以户族为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血缘结构，在红白事

和族内纠纷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六七十年代物质匮

乏时期，结婚、建房、丧葬等人生大事都需要宗亲协助，和睦

的大家庭则可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小家庭完成家庭的基本

再生产。大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所具有的号召

力和影响力也就越大，在以集体主义和伦理规范为标准的村

庄社会评价体系中，家族门风与声望成为大家庭和睦乃至集

体行动的驱动力，因而女性择偶对大家庭社会地位的看重，

实质上是对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大家庭所蕴含的集体能量

与支持结构的看重，这既是为满足个体在村庄中获得更高社

会性面子的价值性需求，也是出于个体家庭基本再生产的功

—— 117



能性需求。

2.核心小家庭的崛起

分田到户后土地分散经营实现了家庭的自收自支，而非

大集体时期的大锅饭，这无疑调动了劳动力的积极性，但是

土地是按照村庄成员权而非父权分配的，且家庭的经济状况

取决于个体的勤扒苦做，而非大家庭的支持，这就显然弱化

了父代权威，同时激起了子代单干的欲望。这一欲望在大集

体时期已经萌芽。集体时期大锅饭下年长能干的子代对大

家庭的付出显然更大，但家庭资源是统筹于大家庭发展的，

这就激起子代的不满。分田到户以后，依托于土地的精耕细

作可以维持独立生存的子代对大家庭的依附性降低，大集体

时期的弱激励机制就难以为继，子代以分家形式另起炉灶，

小家庭日益崛起。分家的子代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无法实

现完全独立，因而分灶分财但并未实现彻底分院，同居分室

的高密度居住空间及其密切互动，在小家庭发展逻辑主导下

对大家庭资源具有内在的竞争性，多子家庭的竞争由此引发

家庭矛盾冲突，而已然衰落的父权无法实现有效平衡，矛盾

不断外溢。

因此，这一时期女性择偶极为看重家庭内部关系，会提

出独家独院的结婚要求。这一要求表面上看是对大家庭内

部关系的要求，但事实上其并未对大家庭内部和谐抱有深切

期待或刚性约束，相反这一要求实质上是子代核心小家庭意

识崛起，从而试图摆脱大家庭束缚的内在规定，这意味着家

庭关系从公共性层面转向私人性层面。

3.城市化压力的代际转移

市场经济不仅打破了村庄社会边界，导致内生社会规范

衰落，同时也不断吸纳人财物外流，导致村庄的留守性和空

心化。八〇后、九〇后的年轻一代很早开始嵌入市场，群体

村庄生活记忆淡薄，生产生活的市场化带来其社会意义的城

市化，即年轻一辈对留守村庄预期不高，而大多在城市化吸纳

下进入城市。由于进城成本很高，尤其是买房成本遽增，仅靠

大中专毕业的年轻群体很难实现独立进城买房，因而不得不依

赖家庭，这也是女性择偶对家庭经济条件看重的原因。

家庭之所以支持子代买房，归根结底在于买房与婚姻的

捆绑，即进城买房成为子代成婚的刚性约束条件。北方农村

代际责任相对比较厚重，其中为子代成婚不仅是父代重要的

人生任务，也是其厚重代际责任的要求。关中农村作为传统

的北方农村，父代的婚配责任较重，婚姻就不仅是子代个体

的事情，也是父代的责任，这就强化了本地婚姻偏好，因而本

地婚姻圈是区域性的婚姻市场。在“性别挤压”下，本地婚姻

市场竞争激烈，倒逼父代家庭卷入子代婚姻压力中［21］。由

此，女性以进城买房的婚姻要价形式提前从男方父代家庭透

支一部分财产，以实现其小家庭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这本质

上是利用当地厚重的代际婚配责任，通过提前分家从男方父

代家庭优先集聚资源，支撑子代小家庭的顺利进城。在此意

义上，这一时期女性择偶对男方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是试

图将城市化压力通过代际责任转移到男方父代身上，父代厚

重的婚配责任为这一压力转移提供了合法性。

综上所述，不同历史阶段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不断发

生变化，从看重家庭的社会地位，转向看重家庭的代内关系

及至转变为青睐家庭的经济条件。女性择偶中的个体性因

素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对家庭的考量也并未减弱，不仅如

此，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愈发工具化，也因此趋于功利化，

其逻辑演变趋势中对家庭内部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的要求

和调动越来越高，家庭在此过程中悄然发展着变化。具体见

下表（表1）。

三、农村女性择偶中的家庭演变与现代化转型

女性的婚姻选择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对家

庭考量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变迁，也意

味着家庭结构与家庭性质的变迁，家庭在此变迁中不断实现

现代化转型。

（一）农村女性择偶中的家庭性质变迁

家庭作为夫妻与子代组成的三角结构［22］，伴随着子女的

成婚不断发生变动。子代婚姻推动着家庭结构的变动，并不

断改变着家庭的社会性质。家庭经济与居住空间是家庭独

立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同时厘定了家庭内部的

权责关系边界，从而改变着家庭性质。从家庭经济、居住空

间和家庭责任三个维度呈现家庭性质的社会变迁，家庭出现

核心化和私人化趋势。

首先，家庭经济从统筹到独立再到杂糅。集体时期大家

庭的声望和社会地位是女性婚姻选择的首要考量，这也孕育

着大家长的权威。因此，这一时期家庭经济由具有内生权威

的父代统筹，运用到整个大家庭中，依附于大家庭的子代小

家庭不是独立的家户单位。分田到户以后，土地按人分配赋

予子代小家庭以独立能力，小家庭由此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

单位，率先从经济上独立出来，女性择偶对独家独院的要求

进一步推动了小家庭的独立。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

城压力倒逼子代重新与父代资源进行统筹。这种统筹主要

择偶阶段

大集体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分田到户以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城市化时期（2010年以后）

婚配主导权

父母

父母

子代

择偶因素

家庭

家庭

个体+家庭

家庭考量

家庭社会地位

家庭代内关系

家庭经济条件

家庭逻辑

依附大家庭选择

核心小家庭崛起

城市化压力转移

表1 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与逻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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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子代核心小家庭：一是婚前子代务工收入与父代兼业收

入统筹用于子代结婚；二是婚后父代务农收入用于家庭日常

开支与照料孙辈，子代务工收入纳入小家庭发展，家庭的经

济尤其是父辈资源被不断杂糅进子代家庭中。可见，从大集

体到分田到户再到城市化兴起，家庭经济经历了从统筹到独

立再到杂糅的过程，家庭的核心化趋势明显，家庭财富愈发

集聚到小家庭中。

其次，居住空间从统合到分离再到聚合。在经济匮乏时

期，经济的独立并没有实现居住空间的彻底独立。从父代大

家庭分离出去的子代仍然与父代及其他兄弟家庭形成共居

模式，也因此激发了诸多的家庭内部矛盾，这就刺激了女性

在婚姻选择中强调居住空间的独立。到 90年代中后期，经济

条件满足下子代小家庭的独家独院居住模式实现，子代家庭

从居住空间上实现了独立，但是打工经济的兴起带来父子两

代家庭在空间上的自然分割，留守在村的父代家庭需要帮助

子代家庭照看家户或田地，因而代际之间又形成了新的共居

形式，即父代长期住在子代家中或子代在买房预期下未在村

中建房从而继续与父代合住，但是因为子代在村居住时间

短，因此矛盾不大。这种居住空间的重新聚合并非大家庭氛

围的感召，而是通过与父代合住，以期挤占更多的父代资

源。可见，空间聚合显示了小家庭为己的私人化倾向。

再者，家庭责任从统摄到清晰再到模糊。集体时期，在

大家庭同居共财的统筹模式下，家庭责任是统摄性的，成家

子代不仅要负责养老，也承担着弟妹的婚配责任；同时父代

权威的持存与村庄伦理规范的约制，使得当地的养老责任比

较厚重，家庭责任主要是对上的。子代家庭经济的独立与分

家，改变了原来统摄性的家庭责任，家庭责任划分极其清

晰。按照诸子均分的原则，兄弟结婚的任务完全落到父母身

上，养老责任及相关费用由子代均摊，子代主要投入个体小

家庭的发展中。但是打工经济与城市化吸纳，尤其是经济的

杂糅与空间的聚合导致当地的分家规则出现模糊化，原本清

晰的家庭责任边界被打破。为谋求核心小家庭的发展，子代

通过不分家的方式在居住空间和家庭经济上依赖父代，父代

作为不分家中的大家长，仍要承担家庭责任尤其是家庭在社

区中的责任，比如走人情。但是不分家的父代作为名义上的

当家人，实质是当空家，并没有能力统筹子代家庭资源，反而

无限付出了自己的资源。因此，女性择偶虽然会通过婚姻要

价提前分家财，却并没有提前明晰养老责任，甚至会以剥削

老人的方式实现小家庭的城市化目标。

由此，一方面通过经济与空间的独立，家庭责任从大家

庭式的统合分散到各个小家庭中。家庭关系的独立与家庭

边界的划分，是子代家庭从父代家庭独立出来的结果。这一

过程是从结婚分家开始的，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家庭倾向推

动了子代小家庭的独立。子代家庭从大家庭的从属性依附

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家庭结构的裂变，小家庭作为独立的家

户单位，真正开始核心化。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压力下，子代

核心家庭从原本独立自主的核心化开始转向对父代资源进行

剥削性的依赖，这种剥削性的依赖通过女性婚姻要价实现，预

示着子代核心小家庭的进一步私人化，彻底丧失对大家庭的责

任感和公心，其理性策略完全围绕自我小家庭展开。核心小

家庭的私人化带来的是代际关系的剥削性失衡［23］。至此，从

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演变中可以发现家庭性质核心化与私

人化的生成。

（二）农村女性择偶演变中的家庭现代化转型

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并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弱化，而且

其对家庭的要求不断发生转变，从对家庭的社区性评价期待

到对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要求，表明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

量已经从家庭的价值性转向家庭的功能性，这是在现代性压

力中的策略性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现代性力量的不断渗入，带给村庄社

会和农民家庭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现代性的进入带来村庄

内部的低度分化，经济上的分化打破原有均质社会的均衡，

村庄内部的竞争结构被激活。关中地区发达的村庄社会具

有很强的面子竞争，这种面子竞争围绕着建房和丧葬展开。

近些年，建房竞争弱化，但是丧葬竞争扩大化。例如，Q村村

医父亲去世时宴请戏班共花费二三十万元。以经济和排场

为标的的面子竞争打破了村庄的内生规范，将村庄的价值评

价体系从道德品质论转向了经济价值论，家庭经济地位成为

社会地位的评判标准，这也促发女性择偶的功利化。

另一方面，现代性进入的同时带来了子代成婚与进城压

力，农民家庭传统的家庭再生产模式遭遇冲击，家庭发展面

临危机。传统时期，围绕土地展开的家庭生产方式是一种简

单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土地的自给自足基本满足简单再生产

的需求，只要经营好土地，就可以进行家庭再生产的复制。

但是现代性的进入打破了这种循环，家庭再生产面临扩大化

的发展任务，最突出的就是婚姻成本的上涨，尤其是与婚姻

捆绑的城市化需求。Q村的彩礼从 2014年开始上涨，由原本

的1万元涨至5万元，2017年则直接飙升至10万元，甚至要房

要车。子代成婚作为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求，是父代的人生任

务，而这一人生任务无法再依托土地实现，必须最大化地调动

和压榨劳动力。这就带来以父辈资源最大化支持子代家庭形

式的家庭资源的重新聚合，旨在实现以婚姻助推的城市化。

现代性力量尤其是现代性压力的进入，冲击村庄内生伦

理价值规范，带来家庭发展任务的扩大化。在完成家庭基层

再生产的本体性目标导向下，现代性压力的增大倒逼家庭从

伦理性向功能性家庭转变［24］，通过家庭内部资源的高度整合

实现小家庭功能性的发展目标。这一过程中，家庭的权力关

系也发生了变化，并带来代际关系的冲突和养老问题。可

见，女性择偶中家庭因素的演变，不仅仅是婚姻选择本身的

变化，更预示着家庭的现代化转型。

四、结论与讨论

在阶层内婚制的婚姻选择中，女性择偶尽管趋向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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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但家庭因素同样重要，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农村女

性择偶对男方家庭的考量具有不同的侧重：20世纪六七十年

代主要看重村庄对家庭的社会性评价，这是集体时期村庄社

会的内生凝聚对家庭伦理秩序的规定及大家庭互助逻辑的

结果；八九十年代，土地的分散经营赋予个体家庭的独立意

识，同时弱化了父代权威，家庭内部在私己诉求下矛盾频发，

女性在婚姻选择中倾向于与兄弟家庭分开的独家独院，这预

示着核心小家庭的兴起；2010年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嵌

入与城市化的兴起，同时婚姻圈的打破在性别结构失衡的情

况下形成女性要价市场，女性在择偶中更看重家庭经济条

件，并通过婚姻要价实现小家庭的城市化。

总体而言，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家庭逻辑演变在三个层

面凸显：一是从对家庭外部关系的重视转变为对家庭内部关

系的重视，尤其是满足核心小家庭的独立诉求；二是从对家

庭关系的重视转变为对家庭经济的重视，尤其是对代际资源

支持的依赖；三是从对家庭伦理性的重视转变为对家庭功能

性的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资源全都被压缩进子代家庭发展

的功能性目标中。这一逻辑演变实现了家庭在现代性压力

下的纵深发展，也带来家庭代际关系的阵痛。

将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放置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中，

可以发现家庭在社会转型中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甚至被迫

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家庭承载

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家庭内部的整合力也被充分调动起

来，在此弹性的家庭应对机制中，子代小家庭平稳地进入城

市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注释：

①这里划分的择偶阶段是按照女性 20岁结婚的法定年

龄进行的理想类型划分，其所对应的时期也是理想的计算，

同时参照Q村的实际经验，比如Q村劳动力的彻底市场化是

在 2010年以后，而 1980年初出生的年轻女性则可能在此之

前成婚，因而并非绝对标准。

②本文案例来自笔者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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